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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族际整合的“大家庭”模式：话语变迁与伦理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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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代以后，随着国家类型的转变，中国的族际整合问题在国家治理中凸显出来。中国的族际整

合蕴涵着浓厚的“大家庭”文化底色，先后经历了“五族一家”“民族大家庭”“祖国大家庭”“社会

主义大家庭”“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话语流变。近年来，“中华民族大家庭”话语经由国家决策层的使

用和社会舆论的助推，已然成为一种广泛共识，相应的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也随之展开。目前“大家

庭”不仅有其名而且有其实，可以用来指称我国族际整合的模式。与西方的“大熔炉”和“大拼盘”

两种族际整合模式不同，“大家庭”模式饱含着中国的“泛家庭伦理”特色。这一伦理逻辑，体现在

国内民族关系、各民族的权利与义务、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民族政策等多个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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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念的提出 

 

为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多民族国家大都

面临着族际整合的问题。学界在研究西方国家的

族际整合理论和政策的过程中，总结出了“大熔

炉”和“大拼盘”两种族际整合模式：前者以同

化的路径来整合国内民族与族群，后者则遵循了

多元主义路径。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这两种族际

整合模式被视为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治理的成

功典范。21 世纪以来，由于受大规模跨国人口流

动引发的“移民族体化”“多族化”[1]、国内身份

政治[2]、族群政治思潮泛化等问题的影响，国家

共同体相对稳固的欧美国家陆续出现了族际整

合的危机。如，美国学者亨廷顿在讨论由族际整

合式微引发的国家认同危机时，便提出了“我们

是谁？”[3]的问题。 

纵观历史，在中国的族际整合实践中，有着 

非常成功的经验。在王朝国家时代，各民族共同

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积累了丰富的族际整

合经验、知识和文化，为后世留下了辽阔的疆域

和数量众多的人口。近代以后，中国的族际整合

使国家在整体的发展进程中，避免了同时代其他

多民族国家因民族纷争而导致国家分崩离析的

历史悲剧发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

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立起了社会主义新

型民族关系，特别是进入新时代，各民族共同团

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共建美好家园、共创美

好未来[4]，形成了中国族际整合的新局面。 

与中国族际整合成功的历史经验相比，学界

对我国族际整合模式的研究则存在明显不足，甚

至关于这一模式本身也尚未达成共识。自费孝通

先生提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后，学界

通常用“多元一体”来描述和解释中国的族际整

合。但“多元一体”主要是回应中华民族和它包

括的 56 个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并非专门针对

族际整合而提出的。或者说，“多元一体”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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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际整合而言，是一个“涉及性”概念，而非“专

门性”概念。另外，虽然费孝通先生提出这一概

念的初衷在于强调中华民族的实体性，但此后学

界围绕“多元”与“一体”、“复合体”与“实体”

关系的争论却愈演愈烈，甚至出现了否认中华民

族实体性和一体性的观点，从而大大削弱了这一

概念的族际整合内涵。如何在“大熔炉”“大拼

盘”两种模式之外，提炼出准确描述和阐释中国

族际整合模式的学理性概念，是一个需要研究者

继续探究的话题。 

“在当代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官方的决策性

文件一直是概念供给的重要渠道”[5]，学界也历

来重视从国家政策文件中析出学术概念。近年

来，在民族问题与民族工作领域，“中华民族大

家庭”“中华民族一家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

园”“民族团结一家亲”等用语开始频繁出现在

国家政治文件中。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多次在重要

讲话中，大量使用上述词汇来论述中国的民族关

系。这些词句之间存在着共同的特点：以类血缘

的家庭关系来指代中国的族际关系。同时，“中

华民族大家庭、包含 56 个民族组成中华民族、

以及 56 个民族结成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等

的表述，符合当代中国民族关系的现实，已经得

到社会广泛的接受”[6]。总之，“大家庭”话语在

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领域中凸显了出来。这说

明，“大家庭”在述说中国的族际关系和族际整

合方面，具有话语功能和概念潜力。结合我国历

史与当代族际整合的丰富实践，我们认为，中国

的族际整合模式，是一种“大家庭”模式。 

 

二、近代国家转型与“大家庭” 
模式的孕育 

 

秦朝建立以后，中国便迈入了漫长的王朝国

家时代，并开启了多民族国家族际整合的进程。

总的来看，王朝国家的族际整合是比较成功的，

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创造了条件。但近

代以后，随着国家类型由王朝国家向主权国家转

变，传统的族际整合方式逐渐失灵或失效了，国

人开始探索与现代国家相适应的族际整合模式。

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庭”话语始渐兴起，并作

为一个有效的文化符号和政治符号，推动了近代

的族际整合和中华民族的建构。 

(一) 国家转型及其对族际整合的影响 

中国的族际整合成为一项重大的国家治理

议题，是从秦汉之际开始的。从秦朝开始，中央

集权制国家的治理便面临着如何将数量空前庞

大、内部差异明显的国内人口，凝聚为一个整体

的问题。此问题在边疆地区尤为突出。秦及后来

的汉王朝，先后建立了“臣邦”“外臣邦”“属邦”

“边郡”“属国”“都护”[7]等制度来加强边疆管

理，以羁縻手段来统合边疆地区的众多族群。此

后，虽历经朝代更迭，但草创于秦汉之际的羁縻

制度，以及与之相匹配的因俗而治、恩威并施、

文武相济的羁縻治策，成了历代中原王朝进行族

际整合的主要范式。 

近代以降，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古老的中

国开始陷入史无前例的发展危机之中。曾创造过

辉煌的古代文明，并在传统社会文明中长期存续

和发展的王朝体制面临着巨大挑战，包括疆域治

理、人口管理在内的国家治理范式也行将就木。

几经反复，国人对于西方文明的态度由鄙夷、逃

避、对抗，逐渐转向了认同、接纳和模仿。在政

治变革层面上，以西方为模版，建立“民族国家”

制度体系，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大势。对照西方

来反观当时的中国，既没有以宪政化政府为表征

的“国家”，也没有可以将全部国内人口统合起

来的“民族”。这样，民族构建也就同国家构建

一道，成为中国近代民族国家构建的主要内容。

由于国家类型的本质性转换，中国的族际整合模

式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迁。 

(二) 从“一族一国”到“五族一家” 

国人最早是通过血缘、文化、地域的角度来

认识和界定民族的，不但将民族概念混同于传统

的“族”或“族类”概念，还依照“华夷之辨”

的传统划分出汉族和非汉族。但由于受到西方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社会思潮的影响，“民

族”被赋予了“国家”内涵。依循这样的政治观

念，致力于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党人所要建立的

民族国家，实际上是汉族的单一民族国家。在“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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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理念中，蕴涵着以排

除异族来实现汉族与国家高度重合的意味。为动

员推翻王朝体制的革命力量，革命派开始努力推

动“汉人”向“汉族”的构建，并通过“黄帝子

孙”“汉种是一个大姓”[8]来论证汉人同属一个家

族，进而呼吁汉人“结其家族以排他家族”[9]。

具有泛血缘关系内涵的“家”的因素，就以这样

的方式被引入近代中国的族际关系中，不过所起

到的作用不是“整合”性的，而是“解构”性的。 

这样的情况在辛亥革命取得胜利后发生了

改变。在王朝国家时代即将终结的时刻，作为政

治妥协的产物，《清帝逊位诏书》特别提出：“合

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

民国”[10]。这表明，在国家形态转变的历史节点

上，族际整合课题非常鲜明地凸显出来了。无论

是当时的南京临时政府还是北京政府，若要继承

清王朝的疆域和人口，都必须抛弃单一民族国家

的主张。与此同时，愈演愈烈的边疆危机也迫使

刚刚成立的民国政府不得不仓促面对族际整合

的问题，“五族共和”随之占据了主导性的话语

地位。而“五族共和”的族际整合方案，很大程

度上又是通过“五族一家”的话语得到反复论证

和广泛传播的。早在南北议和之时，“五族一家”

一词就被南方代表所使用。此后，黄兴、孙中山

等人也多次提到，“民国成立，五族一家”[11]“汉、

满、蒙、回、藏为一家”[12]。据统计，“在民国

初立之际，‘五族一家’俨然成为一个流行语，

仅《申报》一家报纸在 1912 年刊登的文章中，

就有 74 处使用了此词”[13]。 

(三)“中华民族大家庭”话语的萌生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五族一家”的族际

整合理念发生了转变。随着列宁、威尔逊所提出

的“民族自决”口号影响力的日渐突出，以及列

强在边疆地区与民族分裂势力相勾结问题的凸

显，国内一些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五族”提法

所蕴含的政治风险。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作为对

时局和后世具有重大影响的人物，孙中山的族际

整合思想发生了大的调整。一方面，他不再强调

“五族共和”“五族一家”，转而主张以汉族来同

化少数民族，进而构筑一元化的中华民族；另一

方面，孙中山认为中国的国家整合不应以“五族”

为单位，而应以国民个体组成的“家族”和“宗

族”为单位。他提出：“中国国民和国家结构的

关系，先有家族，再推行到宗族，再然后才是国

族。”[14]这其中渗透着“家国同构”的浓厚意蕴，

其本质在于将国家整合模式由“族”的逻辑转换

为“家”的逻辑。 

“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人民开始了长达

14 年之久的艰苦抗战。在亡国灭种的生存危机

下，团结各族人民“共同抗日图存”[15]成了一项

极为紧迫的任务。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华民

族”的族称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传播，乃至成为“孩

提之童无不善道”[16]的通俗词汇。与此同时，将

中华民族比喻为一个“大家”或“家族”，并以

此来凝聚全民抗战力量的话语和观点也迅速地

流行起来。作为当时学界的执牛耳者，傅斯年曾

提出中华民族“俨然一个家族”[17]，顾颉刚也使

用“夷汉一家”来论证“中华民族是一个”[18]

的观点。除了这些学理方面的建构，“中华儿女”

“中华民族儿女”“中华民族子孙”等把国民比

作家庭成员的用语，也在当时借助电影、话剧、

歌曲、报纸、广播等新媒介得到了广泛传播。 

此时，南京国民政府的族际整合思路也发生

了根本性转变：在强调中华民族的一体性甚至一

元化特点的同时，也开始按照“家庭”“家族”

的血缘逻辑来界说和处理国内的族际关系。其

中，蒋介石提出的“宗族论”最具代表性。他一

方面将以往被称为“民族”的汉满蒙回藏降格为

“宗族”，强调“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融合而成

的”[19]；另一方面则提出，五个宗族“都是构成

中华民族的份子，像兄弟合成家族一样”“大家

都是中华民族构成的一分子，犹如一个家庭里面

的兄弟手足”[20]。 

抗战胜利后，这样的族际整合思路得到了进

一步的拓展。中国国民党二中全会通过的“开明

民族政策”决议案中就明确提出，蒙、藏、回同

胞是中华民族的构成分子，“是我们整个民族政

策的核心，”“我大中华民族仿佛是一个大家庭。

蒙、藏、回同胞，俱是构成这个大家庭的分子。

各构成分子，情同手足，都有维持这个大家庭的

责任”[21]。这样一来，以中华民族作为“大家庭”

主体的族际整合模式初步显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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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当代国家发展中“大家庭” 
模式的建构 

 

无论是晚清政府，还是中华民国政府，都尝

试通过多种方案将国内诸族重新整合为一个牢

固的共同体。在外敌入侵、边疆危机频仍、救亡

图存形势日趋严峻的时代背景下，这一应对无疑

显得重要和紧迫。在这一过程中，按照“家”的

泛血缘视角来认识和阐释中国的民族关系、民族

与国家的关系，逐渐成了对于族际整合的认知模

式。然而囿于内外交困的历史条件和有限的国

力，这一时期的“大家庭”模式主要停留在观念

和话语的建构层面，按照“大家庭”理念而实施

的族际整合实践尚未充分展开。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实

现了从“醒过来”到“站起来”的伟大跨越。对

于新生的国家政权而言，有效实现族际整合仍然

是一个绕不开的国家治理问题，这在尚未完全纳

入统一性国家政治体系、敌对势力依然活跃的广

大边疆地区显得尤为突出。在族际整合问题上，

此时的执政党和政府必须在三个重要方面做出

明确的判断和选择，即如何界定国内各民族尤其

是少数民族的性质，如何看待汉族与少数民族的

关系以及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各个民

族同国家共同体之间的关系。 

同国民党的民族理论政策不同，中国共产党

历来承认国内诸民族的“民族”身份。新中国成

立以后，通过三次大规模的民族识别活动，以及

相应的民族政策、法律和制度的确立和实施，国

内 56 个民族在政治、法律上的地位得以确认；

中国的国家性质由此前的“民族国家”定位，转

变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上形成的隔阂、

压迫、同化的族际关系，也被民族平等关系所取

代。在各民族平等的基础上，新中国政府又极为

强调民族团结，以此来实现国家共同体的凝聚和

巩固。 

由于“党和国家的民族理论体系和民族纲领

政策总体上是以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作为基本

原则、框架和主线的”[22]，因此族际整合的实践

也以民族平等团结为内核。对此，作为具有临时

宪法意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中关于“民族政策”一章就有如下表述：“中华

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

助，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 

庭。”[23](285)“五四宪法”延续了这样的说法，继

续表明：“我国各民族已经团结成为一个自由平

等的民族大家庭。”[23](208)由此在国家宪法体制、

制度安排层面上，确立了中国族际关系的“大家

庭”概念，也为此后中国族际整合的“大家庭”

模式打上了宪法烙印。 

由于民族观念、民族认识上的差异，新中国

成立之初及此后较长一段时期内的“大家庭”话

语，同近代所流行的相比，在内容逻辑和表述方

式上都有较大的差别。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是，

曾作为“大家庭”主体的“中华民族”概念日渐

淡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说法也鲜见于党和

国家的相关政策文献中。相比之下，“民族大家

庭”“祖国大家庭”“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庭”“社

会主义大家庭”等表达方式越来越受人们的   

重视。 

改革开放政策的提出和全面展开，从根本上

推动了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国的族际整合路径

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是随着“民族问题

的实质是阶级问题”[24]这一指导性判断及其影响

的消除，族际整合的阶级路径也逐渐地退出了历

史舞台；二是在实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凝聚国

民共识、整合国民力量成为必要之举。找到能够

有效推动包括族际整合在内的国民整合的新机

制，已成为摆在我国面前的时代性课题。曾在“塑

造国民整体性”[25]方面发挥过巨大作用的“中华

民族”，再一次作为社群组织资源进入大众视野。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发出的“争取整个中华民

族大团结”[26](161)“振兴中华民族”[26](357)的号召，

就明确地体现了“中华民族”概念向主流话语体

系的回归。 

随着“中华民族”及其蕴涵的社会政治功能

重新受到重视，“中华民族大家庭”这个几近消

匿的概念也开始复兴。费孝通在提出和论述“多

元一体”理论的过程中，反复使用“中华民族大

家庭”一词，还特别提出了汉族是“中华民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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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凝聚的核心”[27]的观点。与此同时，“中华

民族大家庭”也日渐出现在党和国家的政策性文

件与政治话语中。在首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

“中华民族大家庭”就被正式用来讨论中国的 

民族关系和民族工作；江泽民同志曾专门提出

“五十六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平等的

一员”[28]，并以此来阐释“三个离不开”观点；

胡锦涛同志也曾在不同场合强调“中华民族大家

庭的根本利益”[29]“各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

的重要成员”[30]。除了被政学两界的接纳以外，

“中华民族大家庭”还通过主流媒体的宣传在全

社会传播开来。 

 

四、国家崛起背景下“中华民族 
大家庭”的凸显 

 

近代以来，中国族际整合的“大家庭”模式

经历了持续的孕育和建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大家庭”模式的内涵和话语形式不断演变，由

此所展开的族际整合实践也呈现变动不居的发

展态势。如前所言，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既有族

际整合机制的松动以及国家发展形势的变化，中

华民族作为一种有效的社群组织形式，重新回到

了中国历史舞台的中央。“中华民族大家庭”的

族际整合话语也出现了向主流话语回归的趋势。 

然而长期以来，中华民族与构成中华民族的各个

民族在中国民族理论、民族政策中的地位和分量

是不一样的。在理论层面，“民族研究”的对象

基本上就是少数民族，其“缺点在于把应当包括

在民族这个整体概念中的局部过分突出，甚至从

整体中割裂了出来”“中国的民族研究限于少数

民族，势必不容易看到这些少数民族在中华民族

整体中的地位”[31]。中华民族研究是中国民族理

论中的短板：少数民族研究中出现了否认中华民

族实体存在，或只强调“多元”、忽视“一体”

的现象。在实践层面，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也主

要朝着“加快少数民族发展”[32]方向使力。由此

可见，“中华民族”和“中华民族大家庭”作为

一种文化符号或政治符号，呈现出某种程度的虚

置化。 

近年来，随着国家发展步入新的阶段，国家

治理思路发生了重要调整，中华民族在国家治理

和国家发展中开始被置于一个非常显要的地位。

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

巨大的成就。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现

代化建设取得了全方位的、开创性的成就。在此

条件下，党的十九大做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了新时代”的历史性判断，并制定了“新三

步走”战略，这表明中国正逐步走向世界舞台的

中央。然而中国的发展也伴随着中国的问题，或

者说，这些问题本质上属于“发展问题”。在国

际上，中国发展面临的外部形势空前复杂并且不

确定性显著增强；在国内，国家治理所遇到的新

问题、新矛盾也不断增多。 

在这样一个百年未有的大变局之下，进一步

推进国内人口整合，争取海峡两岸乃至全球华人

的团结，成为攸关国家前途命运的基础性工程。

面对这样的时代背景，作为蕴涵着强大而持久整

合功能的社会组织形式，中华民族在国家治理和

国家发展中的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从党

的十八大开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便成了国

家发展的目标。党的十九大更是把“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列入会议主

题，同时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来阐释新时代

的内涵和党的历史使命。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被

写入宪法文本，这在某种意义上解决了“中华民

族入宪”问题。此后，国家治理的不同领域也开

始大量使用“中华民族”概念：首先，以“中华

民族”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来阐释民族工作的

重大问题和时代主题；其次，强调从中华民族优

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的智慧；再次，通过

阐发中华民族同根同源、同文同种的内在属性，

来论述海内外华人之间的共同体关系；最后，突

出中华民族追求和平、和睦、和谐的精神世界，

阐发中国的外交立场及全球治理理念。 

随着“中华民族”在国家治理和国家发展中

主体地位的凸显，“中华民族大家庭”话语的使

用也越来越频繁。在 2014 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

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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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各民族的关

系，是一个大家庭里不同成员的关系”；“加强中

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

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2015 年，习近平总

书记在会见基层民族团结优秀代表时强调，“中

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我国 56 个

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平等一员，共同构成

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

族命运共同体”[33]。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56 个民

族多元一体、交织交融的融洽民族关系，形成了

守望相助的中华民族大家庭”[34]。2019 年，在全

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他又进一步提出，

“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一家人都要过上好日

子”；“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这是

新时代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生动写照，也是

新时代民族工作创新推进的鲜明特征”；“各族人

民 亲如一家，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定要实现   

的根本保证”[35]。党和国家领导人如此密集地使

用“中华民族大家庭”概念，并如此深刻地阐释

这一概念的丰富内涵，在当代中国历史上还是头

一次。 

更为重要的是，除用于论述民族关系和民族

工作之外，“中华民族大家庭”还被广泛地应用

于阐述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关系以及海内外华

人关系。由此将“大家庭”话语从族际整合领域，

拓展到了更具普遍性的国民整合及全球华人的

整合的领域，而在这些更具一般性和根本性领域

的应用，反过来又巩固和强化了中国族际整合的

“大家庭”模式。如今，“中华民族大家庭”已

然成为家喻户晓、耳熟能详的政策用语和大众词

汇，它不再仅仅是一个文化符号和政治符号，更

是一种实践模式，正在为汇聚全国各族人民力量

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发挥着基

础性的社会动员功能。 

 

五、“大家庭”模式的历史底色和 
伦理逻辑 

 

从民族构成来看，今天世界上的大部分国家

都属于多民族国家，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国家治

理中族际整合的课题。其中，中国的族际整合实

践无疑是非常成功的，具有鲜明的特色和优势，

同时为多民族国家解决民族问题、处理民族关系

提供了典范案例。在西方的“大熔炉”和“大拼

盘”两种模式之外，中国实践与经验形成了多民

族国家族际整合的第三种模式——“大家庭”模

式。这一模式的证成主要依靠两种路径：广为流

传的“大家庭”话语和按照“大家庭”逻辑展开

的政治实践。“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

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

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36]

“大家庭”模式得以形成与发展的背后，同样蕴

涵着基于中国特定历史文化而形成的逻辑。 

在延续数千年并对今日中国仍有深远影响

的传统社会中，农业是核心区基础性的生产方

式，从事农业生产的一家一户是基本的社会关系

和组织单元。“一个地方一个家庭，若干血缘关

系的家庭形成一个村落，若干个村落组成一个国

家”，这种基于家庭而推衍出来的“血缘关系正

是中国理性持续不断的源泉。”[37]在这样的社会

文明中，家庭关系成为建立其他社会关系的出发

点，由处理亲属关系而内生出来的家庭伦理，也

就成为各类社会关系的伦理基础。对于这一点，

梁漱溟有着精彩的论述：传统中国是一个典型的

“伦理本位的社会”，整个社会关系皆以家为起

点，“于教学则有师徒；于经济则有东伙；于政

治则有君臣官民”；这些社会关系本质上都是伦

理关系。“伦理始于家庭，而不止于家庭”，家庭

伦理的影响波及经济、政治、宗教诸多领域[38]。

所谓“家国一体”“家国同构”的国家治理伦理

和制度伦理也由此产生。时至今日，小到“家是

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保家卫国”等民间俗语，

大到宪法文本中“‘家庭’的民族意蕴、经济属

性、政治功能、人伦价值”[39]的全面彰显，无不

体现着家庭伦理对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影响。 

将家庭伦理推衍、放大进而上升为社会普遍

伦理的逻辑称为“泛家庭伦理”。受到以血缘关

系为纽带的“泛家庭伦理”的深刻影响，历史上

中原王朝的族际整合也带有浓重的家户和家族

印记。例如，因族际整合卓有成效而被称为“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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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汗”的唐太宗，就曾言道：“德泽洽，则四夷

可使如一家。”[40]不仅如此，处于边缘地带的族

类群体，也往往通过自称“黄帝子孙”“汉人祖

源”的方式来重构“家族记忆”，从而“拉近与

中原群体的关系”[41]。近代以降，在由传统社会

文明向现代社会文明急剧转型的过程中，尽管国

体更迭、国民重塑、伦常变化，但这种以“以家

论族”进而实现“聚族为家”的文化惯性却得以

延续，并深刻影响着当代的族际整合理论与政

策。基于对“泛家庭伦理”的继承和发展，时至

今日，中国族际整合的“大家庭”模式在以下几

个方面有着丰富的内涵。 

一是“大家庭”的结构。中国族际整合的“大

家庭”模式，先后经历过“汉族之家”“五族一

家”“祖国大家庭”“社会主义大家庭”等话语流

变，今天主要以“中华民族大家庭”作为描述和

阐释方式。按照“家”的组织形态来体认，“中

华民族大家庭”又是由两个不同层次的结构组成

的：首先是作为“家庭”主体的中华民族，其次

是作为“家庭成员”的国内 56 个民族。中华民

族以 56 个民族为构成单位，是一个结构性特征

十分突出的民族，因此与西方以公民个体组成民

族的民族形态不同。与此同时，作为国内各民族

的共有之家，中华民族又对各民族的民族利益、

民族过程、民族发展、民族关系具有道义上的规

约作用。 

二是“大家庭”的关系。家庭作为最小的社

会组织形式，总是同特定社会形态中人口的身份

属性相适应。在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

转型的过程中，构成中国社会的人口的性质也发

生了变化，特别是从各种依附性社会关系中解放

出来，由臣民类人口逐步转变为公民类人口。在

这个过程中，一部分传统的家庭文化得以延承，

另有一部分现代家庭要素融入进来，形成了今天

中国人“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

持家、邻里团结”[42]的家庭观念。而“中华民族

大家庭”中各民族成员之间的关系，也被规定为

“平等团结互助和谐”。从“泛家庭伦理”的角

度来看，维护和增进这种民族关系，还意味着“要

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各个成员之间创造和睦相处

的‘家规’、和衷共济的‘家教’、和谐发展的‘家

风’”[43]。 

三是“大家庭”中的权利与义务。在中国的

传统家庭中，既尊重家庭成员的权利，更强调父

义、母慈、子孝、兄友、弟恭等家庭责任和义务，

这种文化与西方大为不同。各个民族同属于“中

华民族大家庭”，是这个家庭中的平等一员，自

然应当享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民族

也不能少”的权利，同时也应为中华民族大家庭

的建设和发展履行各自的义务。正因如此，强调

民族权利与民族义务相统一的观点，在民族研究

和民族工作层面也不断受到重视。 

四是“大家庭”的功能。人天生具有群居的

社会属性，而人组成各类社会组织、结成各种社

会关系的目的则在于满足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出

于生息繁衍、抵御风险、寻求归属等多个层次的

动机，作为个体的人组成家庭并开展家庭生活。

而在家庭产生之后，又形成了家庭本身的目的和

意义。特别是在中国的家庭文化之中，维护家庭

和睦、促进家庭发展具有不言自明的伦理价值。

因此，当下中国的族际整合强调“中华民族大家

庭”，同样蕴涵着双重性的伦理指向：既包括“各

民族共同繁荣发展”，也要求“各民族要一起推

动中华民族的发展”[44]。 

五是“大家庭”的政策取向。任何一类政策

都具有特定的价值底蕴或价值偏好，这便是政策

的价值取向。当代中国的民族政策着眼于民族平

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基本原则，特

别强调推进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因

此被认为遵循了“民族主义的价值取向”[45]。而

以 2014 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为重要分水岭，民

族政策中添加了“中华民族”意涵。2017 年党的

十九大报告正式提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要求，进一步以最高决策文件的形式明确了

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如此，中国民族政策就

具有了两个层面的实施对象：一是国内各民族及

其关系，二是由各民族构成的中华民族。以族际

整合视角观之，这样一种民族政策不是简单的

“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取向，而是“大家

庭”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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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 

 

第一，“大家庭”模式能够准确概括中国族

际整合的观念和实践。“大家庭”既有其名又有

其实，既有历史积淀又有时代共识，明显不同于

西方的“大熔炉”和“大拼盘”模式，体现着中

国的特色和优势。 

第二，“大家庭”模式蕴涵着深刻的“泛家

庭伦理”逻辑。将家庭伦理上升为普遍性的社会

伦理，是由中国文明演变史内生而成的，其对于

国家治理和国家发展具有基础性的伦理规约意

义。而中国族际整合“大家庭”模式得以形成和

取得共识，本质上所依赖的正是这种“泛家庭”

的伦理逻辑。 

第三，“大家庭”模式具有生成性和建构性

的双重特征。一方面，在中国特有的历史条件和

文化背景下，各民族经过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而

逐渐凝聚成为一个“大家庭”；另一方面，国家

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中，通过民族政策、民族工作

和民族理论等多种手段，也大大推动了族际整合

“大家庭”模式的建构和发展。 

第四，“大家庭”模式在今天的突出形态是

“中华民族大家庭”。不言而喻的是，中华民族

是“大家庭”的主体，56 个民族是“家庭成员”。

按照中国人普遍认同的“泛家庭”的社会政治伦

理，“大家庭”模式的建设和发展自然就包含了

双重逻辑：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是“平等团结

互助和谐”，同时“各民族要一起推动中华民族

的发展”[44]。 

第五，“大家庭”模式的巩固和发展有赖于

有效的政策实践。近代以来，阶段性变迁的“大

家庭”话语不仅属于观念史范畴，而且反映了不

同时期民族政策的内容与取向。换句话说，“话

语变迁”和“政策演进”是一体两面的，不能割

裂开来加以理解。因此，大家庭模式的形塑和巩

固，离不开话语建构的进路，也少不了政策建构

的进路。从目前的情形来看，维护与发展平等团

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共同构成了中国民族政策的双层结构。

前者显然指向“家庭成员”，后者则指向“家庭

主体”，由此凸显了中国民族政策的“大家庭”

取向，也为“大家庭”模式的巩固和发展提供了

政策支撑。 

 

参考文献： 

 

[1] 张飞. 论美国“多族化”与族群政治的互动[J]. 国际观

察, 2018(6): 62−85. 

ZHANG Fei. Multi-ethnicity and interaction of ethnic 

politics in USA[J]. International Review, 2018(6): 62−85. 

[2] 王军, 黄鹏. 欧美身份政治的历史演进与治理困境[J].

民族研究, 2020(4): 42−60. 

WANG Jun, HUANG Peng.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governance dilemma of identity politics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J]. Ethno-National Studies, 2020(4): 

42−60. 

[3] 塞缪尔·亨廷顿. 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

的挑战[M]. 程克雄 , 译 . 北京 : 新华出版社 , 2010: 

7−10. 

HUNTINGTON S P. Who are we? :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M]. Trans. CHENG Kexiong. 

Beijing: Xinhua Publishing House, 2010: 7−10. 

[4] 习近平. 坚持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各民族共建

美好家园共创美好未来 [N]. 人民日报 , 2019−09− 

28(01). 

XI Jinping. Persist in common unity and struggle, 

common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all ethnic groups 

build a beautiful homeland and create a better future[N]. 

People's Daily, 2019−09−28(01). 

[5] 周平. 概念供给: 中国政治学构建的关键[J]. 江汉论

坛, 2017(11): 5−11. 

ZHOU Ping. Concept supply: The key to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J]. Jianghan Tribune, 

2017(11): 5−11. 

[6] 周平. 中华民族的宪法地位[J]. 社会科学研究, 2018(5): 

46−53. 

ZHOU Ping. The status of Chinese nation in 

constitution[J].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018(5): 46−53. 

[7] 孙保全. 中国国家发展中的边疆整合[J]. 西北民族大

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6): 77−83. 

SUN Baoquan. Border integration in 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J]. Journal of Northwest Minzu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2017(6): 

77−83. 

[8] 陈天华. 猛回头·警世钟[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2: 

87. 

CHEN Tianhua. Look back & Warning bell[M]. Beijing: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2002: 87. 

[9] 郅志. 猛回头——陈天华邹容集[M]. 沈阳: 辽宁人民

出版社, 1994: 206. 

ZHI Zhi. Turning back fiercely: Chen Tianhua and Zou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年第 27 卷第 1 期 

 

128

 

Rong's set[M]. Shenyang: Liaon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4: 206. 

[10]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

二辑[C].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1: 72. 

The Second Historical Archives of China. Collection of 

archives and materials on the histor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Second series[C]. Nanjing: Jiangsu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91: 72. 

[11]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 黄兴集 [M]. 北京 : 中华书局 , 

1981: 147. 

Hun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Huang Xing's set[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1: 147. 

[12] 孙中山全集: 第 2 卷[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105. 

The complete works of Sun Yat-sen: Volume 2[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1: 105. 

[13] 孙保全. 中华民族大家庭: 一种国民整合的政治符号

[J]. 广西民族研究, 2019(5): 56−63. 

SUN Baoquan. The great family of Chinese nation: A 

kind of political symbol of national intergration[J]. 

Guangxi Ethnic Studies, 2019(5): 56−63. 

[14] 孙中山全集: 第 9 卷[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185. 

The complete works of Sun Yat-sen: Volume 9[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6: 185. 

[15] 中共中央统战部. 民族问题文献汇编[C]. 北京: 中共

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608. 

The United Front Work Department of CPC Central 

Committee. Collection of documents on ethnic issues[C]. 

Beijing: CPC Central Party School Press, 1991: 608. 

[16] 黄兴涛. 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

[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143. 

HUANG Xingtao. Reshaping China: Research on the 

concept of "Chinese nation" in modern China[M]. Beijing: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2017: 143. 

[17] 傅孟真 . 中华民族是整个的[J]. 县乡自治 , 1936(1): 

144−146. 

FU Mengzhen. The Chinese nation is the whole[J]. 

County and Township Autonomy, 1936(1): 144−146. 

[18] 刘梦溪.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 顾颉刚卷[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6: 785. 

LIU Mengxi. Modern Chinese academic classic: Gu 

Jiegang volume[M]. Shijiazhuang: Hebei Education Press. 

1996: 785. 

[19] 蒋介石. 中国之命运[M]. 重庆: 正中书局, 1943: 1. 

JIANG Jieshi. China's destiny[M]. Chongqing: Cheng 

Chung, 1943: 19. 

[20] 蒋中正. 中华民族整个共同的责任[J]. 福建训练月刊, 

1942(4): 4−6. 

JIANG Zhongzheng. The common responsibility of the 

whole Chinese nation[J]. Fujian Training Monthly, 

1942(4): 4−6. 

[21] 开明民族政策的重申[N]. 申报, 1946−03−21(02). 

Reaffirmation of enlightened national policy[N]. Shun 

Pao, 1946−03−21(02). 

[22] 孙保全. 实体化与结构化: 中华民族历史建构的双重

逻辑[J]. 思想战线, 2017(2): 94−100. 

SUN Baoquan. Substantialization and structuralization: 

Dual logic of Chinese nation historical construction[J]. 

Thinking, 2017(2): 94−100. 

[23]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秘书二局. 中国宪法文献通编

[C]. 北京: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04. 

Second Bureau of Secretary of the General Office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Chinese constitutional documents[C]. Beijing: China 

Democracy and Legal System Press, 2004. 

[24] 黄光学. 当代中国的民族工作[M]. 北京: 当代中国出

版社, 1993: 143. 

HUANG Guangxue. Ethnic work in contemporary 

China[M]. Beijing: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1993: 43. 

[25] 周平. 塑造国民整体性: 中华民族构建的内在逻辑[J]. 

江汉论坛, 2018(8): 16−24. 

ZHOU Ping. Shaping national integrity is the inner logic 

of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nation[J]. Jianghan Tribune, 

2018(8): 16−24. 

[26] 邓小平文选: 第 3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Selected works of Deng Xiaoping: Volume 3[M].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3. 

[27] 费孝通. 边区民族社会经济发展思考[J]. 北京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3(1): 10−18. 

FEI Xiaotong. Thoughts on the ethnic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border areas[J].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s), 

1993(1): 10−18. 

[28] 江泽民文选: 第 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160. 

Selected works of Jiang Zemin: Volume 2[M].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6: 160. 

[29] 胡锦涛文选: 第 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 487. 

Selected works of Hu Jintao: Volume 2[M].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6: 487. 

[30] 胡锦涛文选: 第 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 333. 

Selected works of Hu Jintao: Volume 3[M].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6: 333. 

[31] 费孝通. 中华民族研究新探索[M]. 北京: 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 1991: 3−4. 

FEI Xiaotong. New exploration of Chinese nation 

studies[M].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1991: 

3−4. 

[32] 周平 .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内在逻辑 [J]. 学术界 , 

2019(6): 5−18. 

ZHOU Ping. The inner logic of the Autonomy System of 

Ethnic Regions[J]. Academics, 2019(6): 5−18. 

[33] 习近平. 中华民族一家亲 同心共筑中国梦[N]. 人民

日报, 2015−10−01(01). 

XI Jinping. The Chinese nation is a family, and build the 

Chinese dream together[N]. People's Daily, 2015−10− 

01(01). 

[34] 习近平. 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8−03−21(02). 



政治与社会研究                        孙保全：中国族际整合的“大家庭”模式：话语变迁与伦理逻辑 

 

129

 

XI Jinping. Speech at the first meeting of the 13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N]. People's Daily, 2018−03− 

21(02). 

[35] 习近平. 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8−09−28(02). 

XI Jinping. Speech at the national commendation 

conference for national unity and progress[N]. People's 

Daily, 2018−09−28(02). 

[3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4: 105. 

XI Jinping: The governance of China[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2014: 105. 

[37] 徐勇. 祖赋人权: 源于血缘理性的本体建构原则[J]. 

中国社会科学, 2018(1): 115−135. 

XU Yong. Human rights by virtue of ancestry: A principle 

of ontological construction originating from 

consanguineous rationality[J].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18(1): 115−135. 

[38] 梁漱溟. 中国文化要义[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72−77. 

LIANG Shuming. Chinese culture essentials[M].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 Press, 2005: 72−77. 

[39] 王丹. 新中国宪法文本中“家庭”的规范分析[J]. 河南

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6): 53−58. 

WANG Dan. The normative analysis of “family” in the 

constitution of new China[J]. Journal of Hena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2018(6): 53−58. 

[40] 司马光. 资治通鉴[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6: 6067. 

SI Maguang. History as a Mirror[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56: 6067. 

[41] 马戎. 中华文明共同体的结构及演变[J]. 思想战线, 

2019(2): 36−49. 

MA Rong. The structure and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community[J]. Thinking, 2019(2): 36−49. 

[42] 习近平. 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6−12−16(02). 

XI Jinping. Speech at the meeting with the first national 

civilized family representative[N]. People's Daily, 

2016−12−16(02). 

[43] 郝时远.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民族

工作[J]. 民族研究, 2017(6): 1−11. 

HAO Shiyuan.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and ethnic work[J]. 

Ethno-National Studies, 2017(6): 1−11. 

[44] 习近平. 各民族要一起推动中华民族的发展[EB/OL]. 

(2019−07−16)[2019−11−21]. http://www.gov.cn/xinwen/ 

2019-07/16/content_5410039.htm. 

XI Jinping. All ethnic groups must work together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nation [EB/OL]. 

(2019−07−16)[2019−11−21]. http://www.gov.cn/xinwen/ 

2019-07/16/content_5410039.htm. 

[45] 周平. 中国民族政策价值取向分析[J]. 当代世界与社

会主义, 2010(2): 135−141. 

ZHOU Ping. An analysis of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China's ethnic policy[J]. Contemporary World and 

Socialism, 2010(2): 135−141.  

 

The "big family" mode of inter-ethnic integration in China:  
Discourse evolution and ethical logic 

 

SUN Baoquan 
 

(School of Government,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 China) 
 

Abstract: In modern times，with the change of state type, the problem of ethnic integration in China has 

been highlighted in the state governance. China's inter-ethnic integration contains a profound cultural 

background of the big family, and has experienced the discourse evolution of “five ethnic groups”, “national 

family”, "socialist family" and "the big family of Chinese nation ". In recent years, the discourse of "the big 

family of Chinese nation", after being used by the decision makers at the national level and promoted by 

public opinion, has naturally become a broad consensus. and along with it, the corresponding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policy practice have also been carried out. At the present, "big family" has not only its name but 

also its reality, which can be used to refer to the mode of China's ethnic integration. Different from the 

western "melting pot" and "big platter", the "big family" model is full of China's unique "pan family ethics". 

Such ethical logic is reflected in many aspects, such as domestic ethnic relations, the rights and obligations 

of all ethnic group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and ethnic policies. 

Key Words: inter-ethnic relationship; inter-ethnic integration; national policy; Chinese nation; pan-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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